
                                       2021年第 4期 

 · 128 · 

 
 
 

武装组织治理制度与反叛成功 
 

周亦奇 

 

 

【内容提要】 当前武装组织治理制度建设成为内战研究的重点。武装组织治理

制度是武装组织对其控制区域和民众管理的相应制度与规则体系。以反叛成功为分

析对象，通过系统评估武装组织治理制度建设对其内战中获得冲突优势的影响，可

以看到，武装组织的反叛成功并不直接由武装组织治理制度决定，而是取决于武装

组织治理制度在内部与外部产生的效果。在内部维度，武装组织治理制度需要取得

良好的相对治理绩效；在外部维度，武装组织治理制度需要一个有利的国际战略环

境并可对其进行塑造。而武装组织治理制度并不能确保相应效果的实现。通过混合

研究的模式对以上观点进行检验：在定量研究方面，通过两个不同层次的数据库对

于武装组织治理制度与反叛成功的关系进行检验，发现武装组织治理制度与反叛成

功之间无直接的联系；在案例比较研究方面，通过两个具体武装组织的实践案例（阿

富汗塔利班和“伊斯兰国”组织）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武装组织治理制度与反叛成

功之间的关系并不确定，因此并不存在简单的正向促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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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国内冲突研究中，武装组织① 通常被视为“整合性的行为体”

（Unitary Actor）。在此分析视角下，其内部以及军事作战之外的行为和制度建设

并未进入研究者的分析视野。伴随着分析层次的下沉与分析单位的细化，众多研

究发现在内战进程中，武装组织除军事作战之外，还会建立一系列的治理制度，

提供秩序维持、公共服务、教育宣传等工作。此模式在既有研究中被称为“武装

组织治理制度”（Rebel Governance，以下也称“治理制度”）。 

为加深对此议题的理解，本文试图回答以下研究问题：在内战进程中，武装

组织的治理制度与武装组织推进其战略目标的实现（以下简称“反叛成功”）之

间的关系如何，能否对反叛成功起到正面的作用。本研究认为，虽然武装组织建

立治理制度的意图在于促进反叛成功，但其与反叛成功之间并不存在直接联系。

武装组织治理制度若要促进反叛成功，其中间机制是改变双方实力对比的治理制

度，但此机制在实践中受到多个限制性条件的影响。这些条件取决于武装组织治

理制度与其内外部环境的互动，已超出武装组织治理制度本身的范畴。本研究在

理论演绎之外，以数个武装组织制度治理数据库为基础，对标相关前人研究进行

定量检验，并对阿富汗塔利班和“伊斯兰国”组织两个案例进行比较分析，从定

量和定性两个层面对本文相应观点进行分析和论证。 

 

一  武装组织治理制度与反叛成功：既有研究与不足 

 

武装组织治理制度是指武装组织在军事作战之外针对控制地区所建立的治理

体制。在内战研究中，武装组织建设治理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起源、形式与影响

三个方面： 

第一，一部分研究分析武装组织治理制度的起源问题。武装组织治理制度通常

与领土和合法性有关，是武装组织逐步从“流寇”（roving bandit）走向“坐寇”

（stationary bandit）的过程，② 这一过程可提升该组织的外部合法性，并提升组织

                         
① 武装组织是指在内战中出现的非国家武装行为体。 

② Mancur Olson, “Dictatorship,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7, No. 3, 1993, pp. 567-569; Nelson Kasfir, “Rebel Governance-constructing a 

Field of Inquiry: Definitions, Scope, Patterns, Order, Causes,” in Ana Arjona, Zachariah Mampilly 

and Nelson Kasfir, eds., Rebel Governance in Civil Wa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2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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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绩效。① 第二，武装组织治理制度在功能上可分为权威构建、财政汲取和公

共服务三方面。② 第三，在治理制度所产生的影响上，既有研究多集中于战时行为

方式与战后制度选择等方面，强调治理制度对武装组织行为道义性与战后国家发展

的影响。③ 

本文讨论的问题属于武装组织治理制度的影响研究，侧重于讨论治理制度与反

叛成功之间的关系。一般意义上，赢得战争的胜利是反叛成功的体现。不过，在现

实的内战中，反叛成功的范畴要大于狭义的内战胜利，需要根据具体反叛组织的实

际目标进行调整。因此，本文将反叛成功定义为，武装组织获得内战胜利或取得对

其最终胜利有显著关联的斗争进展（如取得关键地区的控制权、逼迫政府作出重大

让步等）。以反叛成功为研究的切入点具有如下意义： 

第一，反叛成功是检验武装组织治理制度的重要参考。武装组织的首要目标是，

通过武装的方式实现其政治或战略诉求。在此过程中建立的各种形式的治理制度，

其根本目标都是希望提升武装的战场表现。 

                         
① 在彰显外部合法性方面，有研究认为，试图实现族群独立的武装组织存在更强的动机

来建立类似正常国家的治理体制，参见 Megan A. Stewart, “Civil War as State-Making: Strategic 

Governance in Civil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2, No. 1, 2018, pp. 205-226。在增强功

能有效性方面，例如，基地组织曾建立起一套准官僚的行政管理机制，对其每项行动进行记录。

相应研究认为，这类制度通常可为这些组织提供有效的监督机制，并通过制度形成相应的组织

集体记忆，增强组织生存几率。参见 Jacob N. Shapiro and David A. Siegel, “Moral Hazard, 

Discipline, and the Management of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World Politics, Vol. 64, No. 1, 2012, pp. 

39-78。 

②  Nelson Kasfir, “Rebel Governance-constructing a Field of Inquiry: Definitions, Scope, 

Patterns, Order, Causes,” in Ana Arjona, Zachariah Mampilly and Nelson Kasfir, eds., Rebel 

Governance in Civil Wa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21; Isabelle Duyvesteyn, 

“Rebels & Legitimacy: An Introduction,” Small Wars & Insurgencies, Vol. 28, No. 4-5, 2017, p. 679; 

Cyanne E. Loyle, “Rebel Justice During Armed Conflic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July 2020, p. 

4, https://doi.org/10.1177%2F0022002720939299; Zachariah Mampilly, Rebel Rulers: Insurgent 

Governance and Civilian Life during Wa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53; Tom 

Ginsburg, “Rebel Use of Law and Courts,” Annual Review of Law and Social Science, Vol. 15, 2019, 

pp. 495-507; Reyko Huang, The Wartime Origin of Democratiz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31; Nelson Kasfir, Georg Frerks and Niels Terpstra, “Introduction: Armed Groups and 

Multi-layered Governance,” Civil Wars, Vol. 19, No. 3, 2017, pp. 257-278. 

③ 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Ahmad Way, “The Durability of Revolutionary Regime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4, No. 3, 2013, pp. 5-17; Terrence Lyons, “From Victorious Rebels to Strong 

Authoritarian Parties: Prospects for Post-war Democratization,” Democratization, Vol. 23, No. 6, 2016, 

pp. 1031-1033; Jeremy M. Weinstein, Inside Rebellion: The Politics of Insurgent Viole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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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反叛成功也是武装组织治理制度实现长久影响的必要条件。只有在反叛

成功的前提下，武装组织治理制度才会产生长远的影响。 

在传统经验中，武装组织治理制度是其获得优势乃至胜利的重要渠道。在

切·格瓦拉（Che Guevara）撰写的经典著作《论游击战》（Guerrilla Warfare）中，

有专门的篇幅论证了游击队与农民结合，并建立稳定的税收、医疗、教育和立法制

度对于赢得胜利的重要性。① 除了经典著作的讨论，也有研究认为，通过一系列治

理制度，武装组织利用公共产品，可以更有效地进行资源汲取，使武装组织获得更

多支持，以提高获胜概率。例如有研究认为，武装组织通过一套类似于准国家的治

理制度建设，可建立阻止其他反对派武装崛起的屏障，从而促进组织的整合。② 

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武装组织建立的治理制度未必有利于其取得

武装斗争的优势地位。例如，在相应武装组织建立税收等固定财政汲取制度后，反

而会引发当地民众的不满和抵制。③ 另有研究表明，武装组织建立的治理制度同样

存在治理失灵和制度蜕变的问题，可能会从服务基层的制度变为掠夺民众的制度。

还有研究发现，武装组织治理制度建设与武装组织战斗力之间并没有正向的对应关

系。④ 

除了上述经验上的挑战，在理论上，武装组织治理制度与反叛成功的关系也存

在如下两个问题： 

第一，研究武装组织治理制度的作用，需要甄别治理制度与相应的支撑性因素

的关系。治理制度的基础多为武装组织的实力。治理制度与武装组织实力这两项因

素虽然相互影响，但不可混为一谈。若要论证治理制度可有效地促进反叛成功，就

需要论证治理制度可以外生地作用于武装组织实力的增长。否则，如果治理制度的

作用实际上都是武装组织实力增长后的内生性产物，那么治理制度本身的作用便不

                         
① [古巴] 切·格瓦拉：《论游击战》，吴刚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 年版。 

② Hanne Fjelde and Desirée Nilsson, “The Rise of Rebel Contenders: Barriers to Entry and 

Fragmentation in Civil War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55, No. 5, 2018, pp. 552-556. 

③ 如乌干达国家革命运动（National Revolutionary Movement）、刚果（金）民主阵线（Rally for 

Congolese Democracy）等反政府武装，都曾经建立过一定的治理制度，但这些制度都并未提升这

些组织获得内战胜利的概率，反成为其军事发展的累赘，最终都遭到抛弃。参见 Nelson Kasfir, 

“Guerrillas and Civilian Participation: The National Resistance Army in Uganda, 1981-86,”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43, No. 2, 2005, p. 288; Jason Stearns, Dancing in the Glory of Monsters: 

The Collapse of the Congo and the Great War of Africa,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2, p. 212。 

④  Megan A. Stewart, “Rebel Governance: Military Boon or Military Bust?”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 37, No. 1, 2020, pp. 1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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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被高估。 

第二，分析武装组织治理制度的作用，要区分制度本身与制度所产生的效果，

更不能假定制度建立后即自动地会产生预期的效果。的确，任何武装组织建立治理

制度肯定有相应的目标结果，但该结果能否实现，这并非是一个确定的关系。若研

究者先入为主地认为，武装组织建立治理制度就等同于治理制度可实现相应成果，

那就仅仅关注了治理制度建设带来的意向性结果（intended outcome），但并未考虑

治理制度建设也可能出现非意向性与非预期性结果。正如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所分析的那样，许多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治理项目最终都会失败。① 许

多武装组织即便设计出了一套先进甚至超前的治理制度，但也未必能促进其实现反

叛成功。因此，研究者除考虑武装组织建立的治理制度，还需分析这些治理制度在

实践中的执行情况和与控制区民众互动产生的结果。 

因此，本文试图完成如下两项目标：其一，通过理论梳理武装组织治理制度与

反叛成功之间的机制；其二，通过混合研究法的方式，既用定量方法评估武装组织

治理制度对反叛成功的影响，又用定性方法展现治理制度与反叛成功之间的途径。 

 

二  理论框架：武装组织治理制度建设与反叛成功 

 

武装组织的治理制度是本研究的核心概念。治理在社会科学中有多重定义，本

文将治理定义为，“一种促进集体规范和公共产品的社会协调制度模式”。② 武装

组织治理制度在本文中被视为一种制度。根据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

等学者的经典定义，制度是对人类互动行为设计的相应规则。③ 因此，本研究将此

概念定义为，武装组织在正常的军事组织之外发展出一套以涉及政治、经济与社会

等多个方面的治理制度，并以其控制区域的民众为主要管理和互动对象。 

在治理制度的具体特点上，武装组织会建立多种不同的治理制度，不同制度的规

范和服务对象不同。因此，治理制度与其他制度的主要区别在于其非军事性和社会性

                         
① [美] 詹姆斯·C. 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视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

王晓毅译，胡博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年版。 

② Thomas Risse, “Governance in Areas of Limited Statehood,” in David Levi-Faur,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Governa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701. 

③ Douglass C. North,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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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方面。① 首先，武装组织治理制度的直接功能并非军事作战，而是政治、经济、

社会等非军事领域，其主要目的是经营管理武装组织控制的势力范围。因此，治理制

度并非是武装组织内部的中央指挥或武装组织管理制度。其次，武装组织治理制度针

对的是武装组织之外的普通民众，具有社会性特点。 

（一）理论分析与假设推断 

本研究认为，治理制度本身与反叛成功并无直接关联，治理制度本身不能决定其

产生的效果，而一系列超出治理制度之外的其他因素，则塑造着治理制度产生的效果。 

武装组织与其对手的实力对比是决定反叛成功的最直接因素。若要分析治理制度

对反叛成功的作用，关键在于分析治理制度能否增强武装组织的自身实力，并削弱对

手实力。在研究起点上，本文认为，只有在控制一定的势力范围和民众后，武装组织

才会建立治理制度。因此，治理制度的出现表明武装组织获得了一定的实力基础，但

实力基础并不等同于武装组织已获得压倒对手的优势。因此，本文关注的焦点并非是

武装组织治理制度的出现原因，而是该类制度建立后对反叛成功的影响。当治理制

度可增强武装组织的自身实力，或可以削弱政府武装的实力时，治理制度便是武装

组织取得成功的有效因素（参见图 1）。治理制度能否改变其与对手的实力对比，

取决于其在两项维度上的表现。在内部治理维度（以下简称“内部维度”），武装

组织治理制度需取得相比对手更好的治理绩效，增强自身。在外部环境维度（以下

简称“外部维度”），武装组织治理制度需有助于该组织塑造有利的国际战略环境，

进而提升合法性。但在实践中，治理制度在以上两项维度产生的效果都是高度不确

定的。 

 

 

图 1  理想情况下治理制度的作用过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武装组织治理制度的内部维度及其不确定性 

在内部维度上，武装组织治理制度对反叛成功的作用取决于其相对绩效表现。

相对治理绩效是指，武装组织治理制度是否在实践中给其控制民众带来更满意的治

                         
① Zachariah Mampilly and Megan A. Stewart, “A Typology of Rebel Political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June 2020, p. 3, https://doi.org/10.1177%2F0022002720935642. 

治理制度 
武装组织实力增强 

对手方面实力减弱 反叛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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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绩效。此处定义除了强调治理制度产生的绩效，更加强调相对性，也即武装组织

治理制度的绩效高低，是建立在与其对手相应绩效对比之上。因此，某些武装组织

治理制度即便本身并不完善，但如其对手的相应治理制度效果更为不佳，那武装组

织治理制度依然可取得较好的相对治理绩效。 

相对治理绩效是武装组织治理制度对反叛成功影响的重要条件。治理制度若

要促进武装组织获得成功，一般可通过两条路径：其一，治理制度具有增强动员

的功能，进而争取到更多民众的支持和更为稳定的资源汲取能力；其二，治理制

度在提升武装组织动员能力后，同时也削弱了对手的民众基础。内战本质就是一

种竞争性的国家建构。① 因此，武装组织治理制度只有在通过“竞争”并展现比

对手具有更好（或者更不坏）的相对治理绩效后，才可实现增强动员和削弱对手

支持的作用。而单纯建立治理制度本身，并不保证其在竞争中的相对治理绩效优

势。其原因如下： 

第一，武装组织治理制度在执行后常难让民众满意。即便治理制度要求武装组

织向民众提供公共物品和社会福利，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些服务工作的实际落实以及

执行存在巨大的差异。例如，有研究发现，武装组织建立的公共服务制度可能会蜕

化成为组织成员谋取个人利益的一种手段。② 

第二，控制区域的地方性特征将限制武装组织治理制度实现更好的绩效。武装

组织建立治理制度是一种自上而下树立规范的过程，这必然会与该地区民众的实际

需求和既有条件产生张力。有研究发现，当某地区的民众在武装组织到来前拥有较

好的社会服务治理制度，那么武装组织在此地区强推治理制度时只会导致民众产生

厌恶感，反而削弱了自身的实力。③ 

第三，武装组织治理制度治理绩效还取决于对手的治理制度绩效与调整模式。

对手可根据武装组织的治理制度发展调整自身的治理制度，进而扭转相对治理绩

                         
① Paul Staniland, “States, Insurgents, and Wartime Political Order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10, No. 2, 2012, pp. 243-244. 

② Francisco Gutiérrez-Sanín, “Organization and Governance: The Evolution of Urban Militias in 

Medellin, Colombia,” in Ana Arjona, Zachariah Mampilly and Nelson Kasfir, eds., Rebel Governance 

in Civil Wa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261. 

③ Timothy Wickham-Crowley, “Del Gobierno de Abajo al Gobierno de Arriba . . . and Back: 

Transitions to and from Rebel Governance in Latin America, 1956-1990,” in Ana Arjona, Zachariah 

Mampilly and Nelson Kasfir, eds., Rebel Governance in Civil Wa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47-74; Ana Arjona, Rebelocracy: Social Order in the Colombian Civil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239-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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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此外，武装组织的治理制度也会成为对手打击的目标，其相对治理绩效也可能

受到影响。例如，有研究发现在叙利亚内战中，武装组织建立的医院、学校等治理

机制也是叙政府军打击的目标。① 

（三）武装组织治理制度的外部维度及其不确定性 

在外部维度上，武装组织治理制度对反叛成功的作用还取决于该治理制度与外

部战略环境的关系。外部战略环境是指，武装组织及对手所接受的外部支持和国际

认可的情况。对武装组织而言，更为有利的外部环境是指其可以获得更多外部支持

和国际认可，而对手获得更少的外部援助和国际认可。如果武装组织治理制度存在

此类有利的国际环境，甚至可帮助塑造此类环境的形成，则治理制度有利于促进反

叛成功。有研究认为，武装组织通过治理制度塑造出准国家的形象，从而获得更高

的认同。② 但在实际中，治理制度在改善武装组织的外部战略环境上的作用并不明

确，主要有如下两项原因： 

第一，外部战略环境的改善不仅取决于武装组织具备形式上的国家属性，更取

决于该组织的理念与政治诉求。某些具有极端理念的武装组织即便具备了治理制

度，其也难获得国际认可。 

第二，武装组织治理制度带来的国际影响可能反而导致对手获得更强的外部援

助。武装组织治理制度的建立，可能使得外部援助方进一步意识到该组织的实力与

威胁，进而开始加大对其对手的支持力度。 

基于以上讨论，本文得出两项主要推论。 

推论 1：武装组织治理制度与反叛成功无直接促进关系。 

第一项推论试图挑战反叛治理制度有效论的观点。根据理论，本文认为反叛治

理制度与反叛成功并没有直接联系。 

推论 2：实现武装组织治理制度在拥有相对治理绩效优势（内部维度），并在

有利的外部战略环境下（外部维度），可加大反叛成功概率，反之则无法产生正

面促进影响。 

第二项推论也试图建立起武装组织治理制度与反叛成功实际的作用路径。武装

组织治理制度在内外部两项维度上的表现，将决定其能否最终影响反叛成功。内部

                         
① José Ciro Martínez and Brent Eng, “Stifling Stateness: The Assad Regime’s Campaign against 

Rebel Governance,” Security Dialogue, Vol. 49, No. 4, 2018, pp. 235-253. 

②  Megan A. Stewart, “Civil War as State-Making: Strategic Governance in Civil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2, No. 1, 2018, pp. 205-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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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中的主导因素是相对治理绩效，而外部维度中的主导因素则是外部战略。武装

组织治理制度只有实现了更优的相对治理绩效，并确保有利的外部战略环境下才可

促进武装组织获得成功。而内外部维度中任何一项的不满足，都会导致武装组织治

理制度无法促进反叛成功，甚至带来反向作用（参见图 2）。 

 

 

 

 

 

图 2  实际情况下治理制度的作用与局限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四）研究设计 

为验证两个推论，本文将采取混合研究的方法，使用定量研究和案例比较的方

式对此问题进行说明。推论 1 采取定量研究的方式，是因为这个推论主要涉及变量

之间的相关关系，属于分析某项因素的影响（the effect of causes）。此类推论通过

定量研究可得到较有说服力的论证。推论 2 则采取比较案例论证的方式。因为推论

2 涉及治理制度与最终结果之间的过程，涉及多因素组合（configuration），因此采

取比较案例研究更为匹配。 

1. 定量检验设计 

近年来，武装组织治理制度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呈现出从定性为主向定量与定性结

合并相互促进的特点。① 伴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研究领域开始出现数个武装组织内

部制度的数据库，戴维·坎宁安（David Cunningham）等人开创了首个以反叛组织为

分析单位的“非国家武装行为体数据库”（Non State Armed Actor Dataset，以下简称

NSA 数据库），② 该数据库记录了世界范围内数百个武装组织的内部情况数据，包含

组织实力、内部组织结构等变量。而梅甘·斯图尔特（Megan Stewart）则在 NSA 数

                         
①  Sidney Tarrow, “Inside Insurgencies: Politics and Violence in an Age of Civil War,”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5, No. 3, 2007, pp. 587-600. 

② David Cunningham, Kristian Skrede Gleditsch and Idean Salehyan, “Non-state Actors in Civil 

Wars: A New Dataset,”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 30, No. 5, 2013, pp. 516-531. 

治理制度 武装组织实力增强 

政府方面实力减弱 

反叛成功 

内部维度：相对治理绩效 

外部维度：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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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库基础上，加入了涉及本文关注的包容性治理制度。① 此外，瑞克·黄（Reyko Huang）

也设计了一个全球性的武装组织治理制度数据库（Rebel Governance Dataset，以下简

称 RGD 数据库），重点分析武装组织所建立的各项治理制度。本文将使用以上两个

数据库相应变量，对武装组织治理制度建设进行测量。如此操作主要有如下考虑： 

第一，通过不同数据库和不同层次的分析数据，可对分析内容进行多点定位，

增强结果可信性。本研究采取不同来源和不同分析层次的数据库，既有在组织层面

的数据库，又有在总体内战层面的数据，这都可以增强研究结果的可信性。 

第二，利用既有数据库也可使本研究分析有参照，可在重现既有研究基础上，

同时对其进行批判性分析。本定量研究会参考前人所使用的变量，但会重新思考变

量设计时的背后逻辑，并对其制度本身的作用加以甄别。 

本研究以反叛成功为主要因变量，使用内战结果测量反叛成功。内战结果主

要分为胜利、和平协议以及停火三类。本文选取获胜（武装组织或政府取胜）为

判断的指标。选取这一指标有如下考虑：其一，以武装组织获胜来衡量反叛成功，

可以规避和平协议或停火等指标的模糊性；其二，由于在实践中反叛成功具有复

杂性，单纯用数据库中机械规定的反叛胜利来衡量会遗漏一些情况，但如果单纯

用和平协议和停火进行定量检测又十分模糊。 

因此，本文也将政府获胜纳入检验的因变量，将政府获胜概率下降也视为反

叛成功的体现，此处理方式拓展了反叛成功的外延，也确保了定量的讨论标准与

后续案例的讨论相一致。具体数据来源主要参考了 NSA 和 RGD 两个数据库中对

具体内战结果的相应编码。如果治理制度可以有效提高武装组织获胜的概率或显

著降低政府方面获胜的概率，则说明治理制度具有一定作用。 

在自变量的选择上，根据前文，武装组织治理制度建设为本文的自变量。本研

究主要参考了 RGD 和 NSA 两个数据库。RGD 的研究中着重分析了武装组织的治

理制度。而 NSA 则聚焦武装组织建立的包容性治理制度，也是各种人道主义、医

疗、教育制度的总和。 

在因变量和自变量之外，本研究还纳入了内战研究中常用的控制变量，包括内

战发生时的经济发展、是否冷战、政体制度、战斗激烈程度、持续时间、山地地形、

动员实力和战斗能力等变量。以上变量为既有内战研究的常用控制变量，在相关内

战研究数据库中基本属于标准配置。 

                         
①  Megan A. Stewart, “Rebel Governance: Military Boon or Military Bust?”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 37, No. 1, 2020, pp.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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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统计模型上，根据两个因变量的特征和数据结构，本研究采取逻辑斯特

模型（Logistic Model），正式表达式如下： 

逻辑斯特回归模型： (Prlogit (武装组织获胜概率) 0 1 it= + * + * +I u     

注：I=武装组织治理制度， =控制变量。 

2. 案例分析设计 

本研究还加入了两个案例，以案例比较法的基本设计思路，分析治理制度对武

装组织成功的影响路径。本文分别选择阿富汗塔利班和“伊斯兰国”组织作为案例，

并以这两个组织在具体实践中的行动和结果为分析切入点。选择这两个案例有如下

考虑： 

正负案例比较法是讨论某项理论机制的有效方法。① 而这两个案例中，塔利班

与“伊斯兰国”构成了一对具有代表性的正负案例。一方面，从初始条件相似性上，

塔利班与“伊斯兰国”都具有政治伊斯兰的属性，同时都在相应的势力范围内建立

起准政权和复杂的治理制度；另一方面，从结果和中间因素看，塔利班与“伊斯兰

国”又有不同。在结果上，经过与美国长达近二十年的冲突，塔利班依然保持相当

程度的政治与军事存在，并与美国签署和平协议，在一定意义上可被认为取得“成

功”，可被认为是正面案例。而“伊斯兰国”虽依然存在，但相比鼎盛时期，已几

乎丢失其全部控制势力范围，因此也可认为反叛失败，可被判定是负面案例。 

 

三  治理制度与反叛成功：定量与定性的分析 

 

在此部分，研究将对武装组织治理制度建设与反叛的成功进行系统性分析，从

定量与定性两方面对此问题进行分析。 

（一）武装组织治理制度建设基本情况 

本研究首先描述武装组织治理制度建设的基本情况。根据 NSA 数据库，本

研究统计了自 1946 年以来，世界范围内共 373 个武装组织的制度建设情况。根

据数据库中的资料，本文主要统计治理制度，但同时还将以治理制度之外的武装

                         
① 分析机制与正负案例比较之间的讨论可参考周亦奇、唐世平：《半负面案例比较法与机制

辨别——北约与华约的命运为何不同》，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 年第 12 期，第 32-59 页；

叶成城、唐世平：《基于因果机制的案例选择方法》，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 年第 10 期，第

22-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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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内部管理制度作为参照（中央控制制度① 和政治组织制度②）。数据表明，近

90%的武装组织都建立了相应的中央控制制度，近 50%的武装组织建立了政治组织

制度，而治理制度则相对较少。根据数据统计，只有较少数量的武装组织建立了相

应的治理制度（63 个），占据总体比例的 1/6（参见图 3）。以上数据表明，治理

制度是武装组织进行政权和国家建设的关键，因此门槛较高，故而只有相对较少的

武装组织才具备这一制度。 

关于治理制度具体类型的分布问题，由于 NSA 数据库并未对治理制度具体类

型进行分布，本文采取 RGD 数据库的基本资料。数据表明，宣传制度是武装组织

最常使用的治理制度形式，在超过 60 场内战中，武装组织均建立了宣传制度。这

表明了宣传制度的重要性。 

 
图 3  武装组织建立不同制度数种类分布图 

资料来源：David Cunningham, Kristian Skrede Gleditsch and Idean Salehyan, “Non-state Actors 

in Civil Wars: A New Dataset,”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 30, No. 5, 2013, pp. 

516-531; Megan A. Stewart, “Rebel Governance: Military Boon or Military Bust?”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 37, No. 1, 2020, pp. 20-21。 

 

例如，有研究表明，在一些如“伊斯兰国”等恐怖主义组织的扩大过程中，

传媒渠道和宣传工具是促进其扩大发展和招募者激进化的重要来源。③ 在宣传制

度外，在相当数量的内战中（数量从 25 场到 37 场不等），武装组织都建立了外

                         
① 中央控制制度是指武装组织内部军事指挥制度，是否在组织内建立起高层的中央领导制度。 

② 政治组织制度是指武装组织在军事制度外建立的非武装制度，此类制度不直接涉及军事

作战，但却规定了该组织以政治化和非暴力的方式进行活动的方式。 

③ 曾向红、陈科睿：《理解恐怖分子的行为激进化：一个整合性分析框架》，载《国际安

全研究》2019 年第 4 期，第 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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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制度、处理内部分歧的委员会与立法制度、涉及资源汲取和理念社会化的税收

与教育制度、涉及公共安全的相应制度等（参见图 4）。 

 
图 4  武装组织治理制度种类分布图 

资料来源：Reyko Huang, The Wartime Origin of Democratiz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二）数据分析结果 

在进行系统性回归检验之前，本研究首先将前文罗列的武装组织治理制度与反

叛成功进行描述性的交叉列连分析。数据表明，大部分制度与反叛成功都并未存在

明显的关系，但在部分制度中有较微弱的关系。由于本文涉及的制度较多，如将其

全部展示则占据篇幅较大，因此仅选取公共服务制度、宣传制度和立法制度三个具

有代表性的制度进行考察。在武装组织取得胜利和未取得胜利的内战中，武装组织

在建立以上三个制度与未建立此类制度的两个类别中的分布基本一致。在公共服务

制度中，有 16%获得胜利的武装组织建立了该制度，而失败的武装组织中则有 19%

建立了该制度，两者差距不大；在立法制度中，有 36%获得胜利的反叛武装建立了

该制度，而有 27%失败的组织也建立了该制度，并未呈现显著的差距。只有在宣传

制度的建设上，获得胜利的反叛组织与失败的武装组织的分布稍有差异，有 78%

获得胜利的组织建立了宣传制度，而有 64%失败的反叛武装建立了宣传制度（参见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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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治理制度与反叛武装获得胜利描述性分析 

资料来源：Reyko Huang, The Wartime Origin of Democratiz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其次，本文通过回归模型与系统性检验方式，对反叛组织制度建设与反叛成功

直接影响进行系统性检验。具体结果如下： 

本研究以武装组织在内战中的不同结果为因变量，分别检验了不同的治理制度

与武装组织获胜以及政府军获胜之间的影响。在自变量上，本文使用了RGD和NSA

两个不同的数据库，从不同角度测量了武装组织的治理制度。首先，本研究采用

RGD 数据库。在既有研究中，瑞克·黄根据该数据库发现，武装组织治理制度建

设有利于反叛组织获得胜利。不过，黄在研究中的因变量并不是任何具体制度，而

是由治理制度数量总和形成的“治理程度变量”。此变量实际测量的不是具体治理

制度的作用，而是武装组织治理制度的规模程度的作用。因此，本文不仅是简

单重复黄的研究，而是将自变量替换为更加具体的治理制度变量，并且结合 NSA

等数据库，对此相应结果进行重新评估。 

此外，除通过以上的回归分析判断治理制度与反叛结果之间的直接影响，

本研究还采取了一种较为新颖的方法，通过模型稳健性检测的方式来判断治理

制度对反叛成功的影响。本文采取了克里斯托巴尔·扬（Cristobal Young）和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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瑟琳·霍尔斯汀（Katherine Holsteen）提出的检测稳健性的系统性方法。① 该方

法可穷尽控制变量组合，并计算相应的检测变量在不同的控制变量组合下的系

数方向与显著性的稳定程度。由于本文将属于二分类变量的内战结果作为因变

量，并使用逻辑斯特模型，而系统性方法也适用于这类二分类变量和逻辑斯特

模型。因此，本文以内战结果为因变量，将前文提出制度变量作为主要检测变

量，并将模型中其他控制变量纳入其中，利用专门的统计软件计算最多 1 024

个回归系数（由主要解释变量之外的控制变量组合得出），并分析相关变量的

稳健性情况。 

1. RGD 数据库分析结果 

本文使用 RGD 数据，分别将瑞克·黄研究采取的“治理程度变量”和其他

具体制度类型放入其中。本研究采取与前人研究相同的自变量，并取得相似的

结果。“治理程度变量”与武装组织获胜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与政府军

获胜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此结论并不等同于治理制度本身的作用，随后

的系统性检测也表明这一变量关系稳健性并不稳定（显著性稳健度仅有 58%）。

在随后直接测量治理的模型中，不同类型治理制度与反叛成功之间呈现出十分

复杂的关系。 

第一，从方向性来看，一部分变量呈现出与治理制度有效论完全相反的方向。

例如，在以武装组织获胜为因变量时，税收制度都呈现了负向关系，也即此项制度

建立后反而会负面地影响武装组织的获胜概率。同样地，在以协商一致为特征的委

员会制度中，在以政府军获胜为因变量的情况下，委员会制度呈现出正向关系，并

且在 90%的置信区间上保持显著。这也意味着，此制度反而会促进政府军获得胜利。

而从系统性检验角度出发，委员会制度和税收制度的方向并不稳定，会随着不同的

控制变量的组合而发生显著的变化。在以武装组织获胜为结果的情况时，税收制度

的系数在不同控制变量组合下可从-0.65 变化至 0.75，非常不稳定，而在以政府获

胜为因变量下，委员会制度的系数区间从-0.5 到 1，也呈现了不稳定的变化（参见

图 6）。 

 

 

                         
①  Cristobal Young and Katherine Holsteen, “Model Uncertainty and Robustness: A 

Computational Framework for Multimodel Analysis,” 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 Vol. 46, No. 1, 

2017, pp.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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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委员会制度与征税制度系统性检验数据 

资料来源：Reyko Huang, The Wartime Origin of Democratiz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第二，从系数大小和显著性来看，部分治理制度的影响系数较小，武装组织建

立的公共安全、教育制度、外交制度，其获胜概率均不足 1 个单位：例如，外交制

度变量不仅与理论预计方向相反，并且系数较小，仅为 0.32（参见图 7）。此外，

某些制度虽在系数上对内战结果的影响数值较大，但却并不具备显著性。例如，立

法与委员会制度、武装组织之间的影响系数均达到了 1.01 和 1.31 个单位，但其均

不构成统计学上的显著意义。在本研究统计的治理制度变量中，大部分变量都并不

与因变量之间存在任何显著性的关系。而在稳健性检验中，大部分治理制度变量的

显著稳定性几乎为 0，即其在不同变量组合成的一千多个回归模型中没有一个可取

得任何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参见表 1）。 

第三，某些在模型中呈现显著关系的治理变量也无法通过稳健性检验。目前的

数据表明：在具体统计的九项制度中，宣传制度与反叛成功之间存在统计学意义上

的显著关系，其与反叛胜利的相关系数高达 4.16 个单位，并且具有较高的显著性。

但在系统性检测中，其显著性稳定性仅有 20%，这也表明宣传制度无法通过稳健性

检验，其对反叛成功的影响并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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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RGD 不同制度的系数示意图 

资料来源：Reyko Huang, The Wartime Origin of Democratiz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表 1  RGD 数据库系统性稳健检验结果（以反叛胜利为因变量） 

 变量名 方向稳定度 显著性稳定度 测试回归模型数量 

治理程度 100% 58% 1 024 

立法制度 100% 0% 1 024 

协商制度 96% 0% 1 024 

征税制度 70% 0% 1 024 

公共安全制度 100% 0% 1 024 

人道主义制度 98% 0% 1 024 

教育制度 99% 0% 1 024 

宣传制度 100% 20% 1 024 

RGD 

数据 

外交制度 59% 0% 1 024 

治理制度 86% 8% 256 

动员能力 100% 83% 256 
NSA 

数据 

战斗能力 100% 100% 256 

 

2. NSA 数据分析结果 

本文同时利用 NSA 数据对相应推断进行分析。由于武装组织的实力通常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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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成功的重要中介因素，因此本研究专门利用 NSA 数据，从具体组织层面对武

装组织治理制度与其实力的关系进行了检验（见表 2）。主要分析两项内容：其一，

在控制实力变量基础上，武装组织治理制度能否独立地提高反叛成功的概率；其二，

治理制度能否对武装组织的实力提升产生实际影响。数据发现，在控制实力的情况

下（模型 1 与 2），虽然治理制度在方向上与理论预期一致（与反叛胜利概率正相

关，并与政府胜利的概率负相关），但以上关系均不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效应。而

与治理制度相比，武装组织的动员能力和战斗能力在系数上都是治理制度系数的近

两倍，并且都呈现高度显著的关系。而在武装组织治理制度与动员能力和战斗能力

之间的关系上（模型 3 与 4），回归模型也表明治理制度与相应能力提升直接相关

关系系数非常微弱，且均无显著性，并且治理制度与动员能力之间还呈现负向的关

系。对于以上分析结果，本文还通过系统性检验方法进行分析，结果同样表明，治

理制度变量与反叛成功的稳健性较弱，而相应的实力变量的稳健性则普遍较高。 

表 2  NSA 数据库分析结果 

 反叛胜利 政府胜利 动员能力 战斗能力 

治理制度 
0.95  

(1.08) 
-0.57  
(0.82) 

-0.14  
(0.42) 

0.72  
(0.63) 

动员能力 
1.68 ** 
(0.62) 

-0.03  
(0.37) 

  

战斗能力 
1.87 ** 
(0.68) 

-0.02  
(0.51) 

  

民族基础 
-2.23  
(1.25) 

0.43  
(0.54) 

-0.04  
(0.38) 

-0.64  
(0.55) 

经济发展 
-0.87 * 
(0.42) 

-0.01  
(0.21) 

0.47 ** 
(0.15) 

-0.51 * 
(0.21) 

人口数量 
-0.36  
(0.31) 

-0.12  
(0.16) 

0.07  
(0.12) 

-0.13  
(0.18) 

民主发展 
-1.38  
(1.27) 

0.44  
(0.56) 

-0.80  
(0.41) 

-1.61 * 
(0.69) 

领土控制 
12.92  

(1455.40) 
12.18  

(1455.40) 
-1.32  
(1.77) 

14.03 *** 
(1.27) 

山地面积 
0.47  

(0.27) 
-0.26  
(0.17) 

0.35 ** 
(0.12) 

-0.23  
(0.15) 

持续时间 
-0.08  
(0.06) 

-0.08 * 
(0.04) 

-0.00  
(0.02) 

-0.08 * 
(0.03) 

观察值 192 216 216 216 

R2 Tjur 0.291 0.079 0.833 0.832 

* p<0.05  ** p<0.01  ***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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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RGD 和 NSA 两个不同数据库和不同层次的数据分析，本研究推论 1 得到

了验证，武装组织治理制度与其成功之间并无显著统计关系。 

（三）案例部分 

定量研究表明，武装组织治理制度与反叛成功之间并无显著的正向关系，但单

纯的定量研究尚无法揭示为何治理制度不能直接作用反叛成功。为了打开治理制度

与反叛成功之间的“黑箱”，本文以阿富汗塔利班、“伊斯兰国”组织等两个案例

为基础，进行系统阐释。 

1. 正面案例：阿富汗塔利班 

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展开针对塔利班的军事行动，在推翻其政权后，塔利班转

入地下，继续对抗驻阿国际联军和阿富汗现任政府。虽然历经多年的国际联军和阿

富汗现政府军的围剿，塔利班不仅生存下来，而且不断继续扩张势力范围。2020 年，

塔利班已经完全控制阿富汗的 75 个区，并且在 187 个区与现任政府分庭抗礼。① 据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报告，塔利班的实力已达到 2001 年以来的最高点。② 此外，根

据美国亚洲基金会 2019 年的一份报告，有 64%的阿富汗受访者支持政府与塔利班和

解。③ 以上事实表明，国际联军和阿富汗现政府目前暂时无力在军事上彻底剿灭塔

利班，而在国际联军即将全面撤离的背景下，塔利班也有很大可能在未来取得更大

的进展。 

在塔利班与阿富汗政府以及国际联军的冲突进程中，其治理制度扮演了积极的

作用。这其中有两重原因：其一，阿富汗政府与国际联军无法对相当范围内的阿富

汗基层社会提供较为有效的治理；其二，塔利班的治理制度也具有更符合阿富汗基

层实际的特点。 

2001 年阿富汗战争后，阿富汗新政府虽然掌握了喀布尔等几个大城市的控制

权，但对于农村等基层地区的控制管理，却始终存在能力不足和治理不力的问题。

根据相关研究，2001~2007 年，新成立的阿富汗政府尚无法对广大基层地区提供有

效治理，且存在滥用和贪污国际援助资金的问题，这些因素是导致塔利班在 2001

                         
① Bill Roggio and Alexandra Gutowski, “Mapping Taliban Control in Afghanistan,” FDD’s Long 

War Journal, https://www.longwarjournal.org/mapping-taliban-control-in-afghanistan. 

② Lindsay Maizland and Zachary Laub, “The Taliban in Afghanist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March 11, 2020, https://www.cfr.org/backgrounder/taliban-afghanistan. 

③ Asia Foundation, “A Survey of Afghan People: Afghanistan in 2019,” https://asiafoundation. 

org/wp-content/uploads/2019/12/2019_Afghan_Survey_Full-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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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被击败后迅速回潮的重要原因。① 奥巴马政府于 2008 年上台后，美国和国际联

军也意识到，缺乏基层治理制度是导致塔利班泛滥的重要原因，因此有针对性地提

出了阿富汗稳定计划，并制定了综合的“反起义”战略（Counterinsurgency）。该

战略主要包含三项目标：清剿（Clear）、坚守（Hold）和建设（Build），也即不

仅要在军事上战胜塔利班，更要重点解决阿富汗政府治理制度不健全和治理能力不

足的问题。不过，这一计划也并未取得理想结果。根据美国政府 2018 年的调查报

告，阿富汗政府在此计划中无力、也缺乏足够意愿承接国际联军提供的治理制度和

项目。② 

在 2012 年后，美国开始推动所谓的阿富汗战略“转型”，逐步将阿富汗安保

工作移交阿富汗政府。这一时期，阿富汗政府的治理绩效问题依然严重。阿富汗政

府陷入严重的党争之中，在后卡尔扎伊时代更是陷入双国家元首的情形之中。而在

基层，治理能力不足的问题也十分严重。以 2015 年的昆都士省为例，当时昆都士

省的省长、驻军首长和警察局局长分别属于阿富汗政府中的不同派系，相互掣肘，

行政效率极低。由于阿富汗政权在基层缺乏抓手，大量依靠所谓的基层武装，导致

基层的基本秩序进一步混乱，主要由地方武装组成的阿富汗地方警察经常以执法名

义欺压当地平民。据报道，一直到 2020 年，在喀布尔郊区，基层民众依然无法享

受到政府提供的有效公共服务，③ 这引发了许多民众的反感。④  

                         
① Seth G. Jones, “The Rise of Afghanistan’s Insurgency: State Failure and Jiha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2, No. 4, 2008, pp. 14-20. 除以上研究，美国进步中心也在 2010 年出台了一份报告，指出

如果阿富汗政府不立即进行严肃的政治与经济改革以及改变其裙带主义策略，塔利班就可以充分利用

阿富汗政府的治理不足，不断加强自身实力。参见Colin Cookman and Caroline Wadhams, “Governance in 

Afghanistan,”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May 11, 2010, 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issues/ 

security/reports/2010/05/11/7851/governance-in-afghanistan/。 

② 国际联军都很难在其行动区域招募到愿意加入基层治理机构和政权的人员。参见 Special 

Inspector General for Afghanistan Reconstruction, “Stabilization: Lesson from the U.S, Experience in 

Afghanistan,” May 2018, https://www.sigar.mil/interactive-reports/stabilization/ index.html。 

③ Emran Feroz, “America’s Failure in Afghanistan, Explained by One Village,” Vox News, 

February 21, 2020, https://www.vox.com/world/2020/2/21/21146936/afghanistan-election-us-taliban- 

peace-deal-war-progress. 

④ Niels Terpstra, “Opportunity Structures, Rebel Governance, and Disputed Leadership: The 

Taliban’s Upsurge in Kunduz Province, Afghanistan, 2011-2015,”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2020, pp. 10-12, https://doi.org/10.1080/1057610X.2019.1702256；直到 2020 年，喀布尔郊区的基层

民众依无法享受政府提供的有效公共服务。参见 Emran Feroz, “America’s Failure in Afghanistan, 

Explained by One Village,” Vox News, February 21, 2020, https://www.vox.com/ world/2020/2/21/211 

46936/afghanistan-election-us-taliban- peace-deal-war-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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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正是由于阿富汗政府在基层孱弱的治理制度和能力，客观上在一定程度

推高了塔利班治理制度在民众中的支持度。与阿富汗政府在基层治理上的举步维艰

相比，塔利班迅速填补了阿富汗政府在基层治理上的真空，在阿富汗基层与农村地区

建立了一套庞大复杂的治理体系。早在 2006 年，塔利班就已经在阿富汗部分区域建立

了地下司法体系。① 2007 年，塔利班宣布要建设自身教育与医疗体系，并允许世界卫

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其控制区域开展援助项目，指导塔利班武装开展民众疫

苗防治等工作。② 

另外，根据美国智库研究，塔利班治理体制提供的众多社会服务在很多地方质量

不低于甚至是超过阿富汗政府提供的类似服务水平。③ 例如有报道表明，塔利班在昆

都士省建立的税收体制更为专业，④ 受到了基层民众的支持，进而为其提供了稳定的

财政资源。同时，阿富汗政府治理制度内部的腐败和低效也反衬了塔利班治理机制的

绩效。⑤ 有研究表明，当某一地区民众认为阿富汗政府的治理机制十分腐败，那么塔

利班建立的各种治理机制就自然在该地区获得了民众的支持与合法性。⑥ 

除内部维度外，塔利班面临的国际环境也发生了对其有利的变化。首先，由于

美国和国际联军逐步从阿富汗撤军，这直接降低了塔利班在军事层面面临的巨大压

力。⑦ 例如，早在 2014 年，驻扎在昆都士省的德国军队逐步撤离，并将该省防务

                         
① Ashley Jackson, “Life under Taliban Shadow Government,” Odi Report, p. 7, https://www. 

odi.org/sites/odi.org.uk/files/resource-documents/12269.pdf. 

② Ashley Jackson and Antonio Giustozzi, “Talking to the Other Side: Humanitarian Engagement 

with the Taliban in Afghanistan,” London: ODI, https://www.odi.org/sites/odi.org.uk/files/odi-assets/ 

publications-opinion-files/7968.pdf. 

③ Scott S. Smith, “Service Delivery in Taliban Influenced Areas of Afghanistan,”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No. 465, April 2020, p. 27, https://www.usip.org/sites/default/files/2020-04/ 

20200430-sr_465-_service_delivery_in_taliban_influenced_areas_of_afghanistan-sr.pdf. 

④ 有当地民众反映，塔利班控制区域所建立的税收体系相比阿富汗政府更为专业。参见

Abdul Qadir Sediqi, “Taliban Tax Collectors Help Tighten Insurgents’ Grip in Afghanistan,” Reuter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afghanistan-taliban-finance/taliban-tax-collectors-help-tighten-insur

gents-grip-in-afghanistan-idUSKCN1NB19Y。 

⑤ Thomas H. Johnson, “Taliban Adaptations and Innovations,” Small Wars & Insurgencies,” Vol. 

24, No. 1, 2013, pp. 9-10. 

⑥ Thomas H. Johnson, “Taliban Adaptations and Innovations,” Small Wars & Insurgencies,” Vol. 

24, No. 1, 2013, pp. 9-10. 

⑦ Niels Terpstra, “Opportunity Structures, Rebel Governance, and Disputed Leadership: The 

Taliban’s Upsurge in Kunduz Province, Afghanistan, 2011-2015,”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2020, pp. 4-6, https://doi.org/10.1080/1057610X.2019.1702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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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交阿富汗国民军。此项行动在一些既有研究看来是解除了塔利班活动的重要外部

限制。①  

其次，塔利班建立的治理制度也是有针对性地提高其外部合法性的方式。近年

来有研究发现，塔利班不断试图在塑造其提供治理制度的国际形象以及相对温和的

外部印象。例如，在 2001 年后，塔利班提出《圣战者行为守则》（Layha），对组

织的军事和民事各项行为进行了规定。2009 年，塔利班提出了修改版的《圣战者

行为守则》，增加了大量的治理制度内容。此次修改的目的之一就是塑造塔利班良

好的国际形象。例如，在新的《圣战者行为守则》删去了袭击学校的相应策略，而

在实际中，塔利班针对学校的袭击也有所减少。② 在医疗方面，塔利班也采取了相

对开放的姿态，与国际人道主义机构合作。以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为例，塔利班

采取了积极的应对姿态，主动配合世界卫生组织和相关国际医疗援助机构进入其控

制区域抗击疫情。塔利班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上的积极态度甚至得到了美国国务院

的赞扬，③ 这也进一步改善了塔利班的国际环境。 

当然，塔利班建立的治理制度也存在滥用权力、限制女童教育、侵犯人权、贩

卖毒品等问题。④ 不过，从相对绩效和外部环境的角度，塔利班建立的治理制度的

确在此两方面取得了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结果，进而促进了其在冲突格局中占据有利

地位，属于本文相应机制中的正面案例。 

                         
① Niels Terpstra, “Opportunity Structures, Rebel Governance, and Disputed Leadership: The 

Taliban’s Upsurge in Kunduz Province, Afghanistan, 2011-2015,”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2020, pp. 4-6, https://doi.org/10.1080/1057610X.2019.1702256. 

② Ashley Jackson and Rahmatullah Amiri, “Insurgent Bureaucracy: How the Taliban Make 

Policy,”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No. 153, November 2019, p. 17. 

③ Roshni Kapur and Chayanika Saxena, “The Taliban Makes the Most of Covid-19 Crisis in 

Afghanistan,” The Interpreter, April 27, 2020,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er/taliban- 

makes-most-covid-19-crisis-afghanistan; Ruchi Kumar, “With Taliban Help, Afghanistan Girds for a 

Virus,” April 2, 2020, https://undark.org/2020/04/02/afghanistan-covid-19. 

④ Human Right Watch, “ ‘You Have No Right to Complain’: Education, Social Restrictions, and 

Justice in Taliban-Held Afghanistan,” Human Rights Watch, June 30, 2020, https://www.hrw.org/ 

report/2020/06/30/you-have-no-right-complain/education-social-restrictions-and-justice-taliban-held; 

Najim Rahim and David Zucchino, “Attacks on Girls’ Schools on the Rise as Taliban Make Gains,” 

New York Times, May 21, 2019, https://www.nytimes.com/2019/05/21/world/asia/taliban-girls-schools. 

html?login=email&auth=login-email. 不过即便在塔利班最受诟病的女童教育领域，最近也出现了

一些积极的变化，参见 Emran Feroz and Abdul Rahman Lakawal, “In Rural Afghanistan, Some 

Taliban Gingerly Welcome Girls Schools,” Foreign Policy, May 4, 2020, https://foreignpolicy.com/ 

2020/05/04/afghanistan-taliban-girls-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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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负面案例：“伊斯兰国”组织 

“伊斯兰国”崛起之后，曾一度控制了横跨叙利亚与伊拉克、面积接近英国领土的

区域。不过，“伊斯兰国”在 2015 年达到扩张高峰后，其在国际联军、伊拉克和叙利

亚两国政府的围剿下节节败退，控制区域逐步萎缩。在“伊斯兰国”扩张过程中，其

在控制区域建立了非常复杂且成熟的治理制度，这构成了“伊斯兰国”与其他恐怖组

织（如“基地”组织）的最重要区别。本文以“伊斯兰国”在伊拉克摩苏尔崛起和覆

灭为切入点，分析治理制度在“伊斯兰国”兴起与衰败过程中的作用。 

摩苏尔是伊拉克第二大城市，2014 年，“伊斯兰国”领导人阿布·贝克尔·巴

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在摩苏尔正式宣布成立“伊斯兰国”。在“伊斯兰

国”夺取摩苏尔和对该市的初期治理中，其治理模式在相对治理绩效上的优势，实

际上促进了“伊斯兰国”在战场上获得胜利。 

第一，在摩苏尔被“伊斯兰国”攻陷前，伊拉克政府对于该市的治理就存在

比较严重的问题，间接促进了“伊斯兰国”在此地区的崛起和成功。有研究认为，

早在“伊斯兰国”崛起前，伊拉克战争后新上台的马利基政府就采取了较明显的

族群与宗教歧视策略，而这些政策在逊尼派人口占多数的摩苏尔地区产生了较为

严重的负面影响，引发了民众严重的不满。① 

2007~2008 年，伊拉克许多地区兴起了逊尼派的基层组织“觉醒运动”

（Awakening Movement）。“觉醒运动”凭借在基层的合法性，成为当时美军打

击“伊斯兰国”前身“伊拉克伊斯兰国”的重要依靠，且成功遏制了“伊斯兰国”

与“基地”组织在伊拉克的蔓延。但在摩苏尔地区，马利基政府出于宗派主义的

考虑，并不同意建立“觉醒运动”，导致“伊拉克伊斯兰国”势力一直残存于摩

苏尔。② 此外，当时的伊拉克政府还不断以所谓“反恐”和去复兴党化的名义，

进一步挤压摩苏尔及其他逊尼派群体的发展空间。在中央政府层面，伊拉克总理

甚至以涉恐名义，试图逮捕逊尼派副总统，③ 这引发了逊尼派的普遍不满。而在

                         
① Tallha Abdulrazaq and Gareth Stansfield, “The Enemy Within: ISIS and the Conquest of 

Mosul,”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70, No. 4, 2016, pp. 525-542. 

② 驻伊拉克美军曾在 2007~2008 年针对“伊斯兰国”发动过一系列军事打击行动，并取得

较好的成果。2010 年 4 月，“伊拉克伊斯兰国”领袖阿布·奥马尔·巴格达迪和阿布·艾尤卜·马

斯里死于美军和伊拉克联合军事行动。 

③  James Hider, “Iraqi Vice-President Flees ‘Death Squads’ Arrest Warrant,” The Times, 

December 20, 2011, https://www.thetimes.co.uk/article/iraqi-vice-president-flees-death-squads-arrest- 

warrant-tgp5qsgd7b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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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中，逊尼派民众的正常生活也常常受到政府歧视性政策的骚扰。① 因此，虽

然伊拉克政府长期将反恐作为摩苏尔地区的管理工作重心，并布下重兵，但具有

严重教派歧视性的治理模式引发了该地区逊尼派的大面积反抗。2013 年，摩苏尔

就与伊拉克多个地区一起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② 但伊拉克政府依然没有

正视逊尼派民众的呼声，反而采取镇压的强硬立场，催生了当地的多个逊尼派武

装组织，并协助“伊斯兰国”夺取摩苏尔。③ 

第二，从“伊斯兰国”方面而言，该组织之所以能够以少胜多，夺取摩苏尔并

盘踞于此多年，其在相对治理绩效上的优势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早在 2007~2008

年，“伊拉克伊斯兰国”就已试图在摩苏尔地区建立一定的治理制度，不过当时该

组织的主要治理模式是通过威胁、绑架等方式，暗中敲诈并收取摩苏尔部分基层社

区的保护费。此类治理模式并不受当地民众欢迎，这实际上也进一步削弱了“伊拉

克伊斯兰国”的势力，进而导致其组织领袖阿布·奥马尔·巴格达迪和阿布·艾尤

卜·马斯里在 2010 年被美伊联军击毙。④ 不过在 2010 年后，伴随着逊尼派民众对

伊拉克政府治理的强烈不满，“伊斯兰国”借机重获该地区逊尼派民众的支持。在

摩苏尔地区，对于政府治理的满意度是导致民众是否支持“伊斯兰国”的重要变量，

之前治理模式中生活较为困难的民众对于“伊斯兰国”的支持程度更高。⑤ 此外，

                         
① 根据相应国际组织的信息，摩苏尔警察多次对普通平民施加暴力，参见 “Iraq: Investigate 

Fatal Police Shootings In Mosul,” Human Rights Watch, March 15, 2013, https://www.hrw.org/news/ 

2013/03/15/iraq-investigate-fatal-police-shootings-mosul。同时，还有逊尼派民众直接表示，其日常

生活遭到政府的骚扰。具体访谈记录参见 Tallha Abdulrazaq and Gareth Stansfield, “The Enemy 

Within: ISIS and the Conquest of Mosul,”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70, No. 4, 2016, p. 538。 

② 例如“伊拉克革命军事委员会”（The General Military Council for Iraqi Revolutionaries）是

一个由多个逊尼派部落武装组成的武装组织。在伊拉克政府 2014 年 1 月逮捕支持抗议的逊尼派

议员后，该组织宣布成立并帮助“伊斯兰国”组织攻入摩苏尔。可参考 Nicholas A. Hera, “The Tribal 

Component of Iraq’s Sunni Rebellion: The General Military Council for Iraqi Revolutionaries,” 

Jamestown Foundation, June 26, 2014,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the-tribal- component-of-iraqs- 

sunni-rebellion-the-general-military-council-for-iraqi-revolutionaries/#.VBM2RvmSxDA。 

③  该抗议行动遍布伊拉克多个逊尼派聚集的省份，持续时间长达一年。参见 Tallha 

Abdulrazaq and Gareth Stansfield, “The Enemy Within: ISIS and the Conquest of Mosul,”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70, No. 4, 2016, p. 526。 

④ Tallha Abdulrazaq and Gareth Stansfield, “The Enemy Within: ISIS and the Conquest of 

Mosul,”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70, No. 4, 2016, p. 536. 

⑤ Mara Redlich Revkin, “Competitive Governance and Displacement Decisions Under Rebel 

Rule: Evidence from the Islamic State in Iraq,”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September 2020, 

https://doi.org/10.1177/0022002720951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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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国”也在其夺权初期一度展示了较好的治理能力。在摩苏尔被伊拉克政府

军收复后，缴获了大量“伊斯兰国”文件，这使得研究者可以较好地回溯“伊斯兰

国”在摩苏尔的城市治理体制。 

根据目前研究，“伊斯兰国”的治理体制具有演进性，并且不断呈现出复杂化

与专业化的准国家特征。① “伊斯兰国”虽然废除了摩苏尔传统的管理体制，建立

了基于伊斯兰教法的治理模式，但基本保存了摩苏尔既有的公务员队伍，确保公共

服务的稳定性，② “伊斯兰国”还主动改革公共服务流程，甚至指派具有欧洲国籍

的人员担任相应民生部门的管理者。③ 据报道，在“伊斯兰国”统治下，其在一段

时间内包括供电、垃圾处理、交通等民生工作方面均展示了不错的绩效。④ 美国兰

德公司根据卫星数据发现，“伊斯兰国”在控制摩苏尔后积极推动农业复耕、商业

复市、工厂复工，并取得了一定成果。⑤ 根据相应的访谈，一些摩苏尔居民认为在

“伊斯兰国”的初期，生活似乎变得更加轻松了。⑥ 这些治理绩效无疑都帮助巩固

                         
① 根据伊斯兰教法，“伊斯兰国”建立了以“迪尔万”（Diwan，伊斯兰教法中的政府部门）

为基础的治理体系。在摩苏尔地区，“伊斯兰国”一共建立 16 个迪尔万，涉及教育、公共服务、

健康、公众安全、金融和公关等多个部门。具体可参考 Aymenn al-Tamimi, “The Evolution in Islamic 

State Administration: The Documentary Evidence,” Perspectives on Terrorism, Vol. 9, No. 4, 2015, pp. 

117-129。 

② 在“伊斯兰国”攻陷摩苏尔数天内，其就要求摩苏尔前政权公务员前往任职机构报到，

恢复工作。具体可参见 Rukmini Callimachi, “The ISIS Files,” New York Times, April 4, 2018,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8/04/04/world/middleeast/isis-documents-mosul-iraq.html。 

③“伊斯兰国”指派了一位拥有法国国籍的摩洛哥人担任摩苏尔地区供电部门的负责人，并

且推动优化行政程序改革。参见 Ghaith Abdul-Ahad, “The Bureaucracy of Evil: How Islamic State 

Ran a City,” The Guardian, January 29, 2018, https://www.theguardian.com/cities/2018/jan/29/ 

bureaucracy-evil-isis-run-city-mosul。 

④ 根据英国《卫报》报道，在“伊斯兰国”统治下，摩苏尔电费缴纳流程得到精简，效率

有所提升。同时“伊斯兰国”还在居民区推动智能电表计划。参见 Ghaith Abdul-Ahad, “The 

Bureaucracy of Evil: How Islamic State Ran a City,” The Guardian, January 29, 2018, 

https://www.theguardian.com/cities/2018/jan/29/bureaucracy-evil-isis-run-city-mosul。另据《时代周

刊》报道，“伊斯兰国”执行了十分严格的垃圾回收和处理规定，并取得了不错效果。参见 Thanassis 

Cambanis and Rebecca Collard, “How ISIS Runs a City,” Time, February 26, 2015, 

https://time.com/3720063/isis-government-raqqa-mosul。 

⑤ Eric Robinson, Daniel Egel, Patrick B. Johnson, Sean Mann, Alexander D Rothnberg and 

David Stebbins, “When the Islamic State Comes to Town: The Economic Impact of Islamic State 

Governance in Iraq and Syria,” Rand Corporation, 2017, https://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 

research_reports/RR1900/RR1970/RAND_RR1970.pdf. 

⑥ Tallha Abdulrazaq and Gareth Stansfield, “The Enemy Within: ISIS and the Conquest of 

Mosul,”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70, No. 4, 2016, p. 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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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伊斯兰国”在摩苏尔的统治。 

虽然“伊斯兰国”建立的治理制度在初期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但盘踞在摩

苏尔的“伊斯兰国”势力最终还是在 2017 年被伊拉克政府剿灭。为何看似十分有

效的治理制度没有帮助“伊斯兰国”取胜，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外部环境的变化。与阿富汗塔利班类似，“伊斯兰国”的崛起在很大程

度与美国 2011 年撤出伊拉克有密切联系。美军离开伊拉克从两个方面促进了“伊

斯兰国”的崛起。一方面，由于失去制约，伊拉克马利基政府采取了激进的排斥逊

尼派的政策；① 另一方面，在伊拉克战争后，伊拉克新政府基本解散了前复兴党政

权的安全力量，而新组建的安全部队训练和战斗素养还有待提升。② 不过，在“伊

斯兰国”占据摩苏尔后，其所建立的治理制度虽在内部维度展现了一定绩效，但在

外部维度上并未帮助该组织构建起良好的国际形象，反而加剧了国际社会对其的担

忧，使伊拉克政府获得更多的外部支持。2014 年后，美国宣布开展针对“伊斯兰

国”的军事打击行动，并且重新向伊拉克派遣军队。这些外部援助增强了伊拉克政

府军的实力。 

第二，“伊斯兰国”在治理绩效上的优势也不具备可持续性。“伊斯兰国”虽

然在控制初期展现了一定的治理优势，但这一优势逐步减弱。一方面，虽然“伊斯

兰国”建立的治理制度有时可以提供更有效的公共治理，但同时也建立了较为严苛

的税收制度，同时给当地民众带来了较大负担，逐步降低了当地民众对于其的支持

度；③ 另一方面，“伊斯兰国”在摩苏尔建立的治理制度也具有很强的歧视性与极

端性，这一制度提供的许多所谓“社会福利”都是建立在对某些其他宗教信仰和民

族的民众的残酷剥削上。④ 伴随着“伊斯兰国”控制的日益加深，这些对于“伊斯

                         
① Ryan N. Mannina, “How the 2011 US Troop Withdrawal from Iraq Led to the Rise of ISIS,” 

Small War Journal, December 23, 2018, https://smallwarsjournal.com/jrnl/art/how-2011-us-troop- 

withdrawal-iraq-led-rise-isis. 

② 兰德公司报告认为，即使在 2020 年，如果参与打击“伊斯兰国”的美军贸然从伊拉克撤

离，“伊斯兰国”反扑的风险也极高。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伊拉克本土安全部队的能力不足。参见

Ben Connable, James Dobbins, Howard J. Shatz, Raphael S. Cohen and Becca Wasser, “Weighing U.S 

Troop Withdrawal from Iraq: Strategic Risks and Recommendation,” Rand Corporation, May 2020, 

https://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perspectives/PE300/PE362/RAND _PE362.pdf。 

③ Mara Revkin and William McCants, “Experts Weigh in: Is ISIS Good at Governing?” 

Brookings, November 20, 2015,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markaz/2015/11/20/experts-weigh-in- 

is-isis-good-at-governing. 

④ 具体情况可参考 Ghaith Abdul-Ahad, “How the People of Mosul Subverted Isis ‘Apartheid’,” 

The Guardian, January 29, 2018, https://www.theguardian.com/cities/2018/jan/30/mosul-isis-apartheid。 



武装组织治理制度与反叛成功 

 · 154 · 

兰国”的不满情绪也在当地逐步蔓延，并不断增强。而伊拉克政府则在摩苏尔惨败

后以及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开展内部改革，迫使民怨较高的马利基总理下台，进而

改善了治理模式。 

在以上因素影响下，“伊斯兰国”控制区域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局面，而其建立

的治理制度并未起到实际的促进其获得实力优势的效果，也无法使其避免被最终歼

灭的结局。 

（四）数据与案例结果讨论 

以上研究从定量与定性角度探讨了治理制度与武装组织取得军事成功之间的

关系。定量研究部分显示，武装组织治理制度与反叛成功之间并不存在显著联系，

而案例研究更进一步显示了治理制度产生作用的具体路径和限制条件。 

定量研究表明，在剥离各项混淆性因素后，武装组织治理制度本身与反叛成功

之间并无直接影响。定量部分发现，在建立治理制度后，其对武装组织军事表现的

影响在统计学上缺乏一致和显著的意义。这表明治理制度尚不能直接决定反叛成功

的概率。 

另外，本文通过两个案例进行比较，揭示了治理制度之所以难以直接有助于反

叛成功的原因。即治理制度能否起作用，并不在于其本身是否存在，而在于能否实

际上改变武装组织与其对手的实力对比，这需要在内外部两个维度上满足相应条

件。在相对治理绩效方面，武装组织建立的治理制度必须展现相较其对手更具优势

的治理绩效；在国际支持方面，治理制度需提升该组织的国际合法性，改善外部战

略环境。 

在阿富汗塔利班组织的案例中，一方面，由于塔利班在相对治理绩效上实现了

更为成功的治理，赢得了民众支持，从而削弱了当地民众对阿富汗政府的支持；另

一方面，国际形势的变化导致国际联军削弱了对塔利班的军事围剿力度，并且塔利

班一些内部改革做法也提升了该组织的国际合法性。这两项因素叠加，使得塔利班

在阿富汗的斗争取得了一定进展和优势。 

在“伊斯兰国”的案例中，该组织建立的治理制度初期也展现了相对较高的治

理绩效，这也使得“伊斯兰国”一度有效地削弱了伊拉克政府在摩苏尔的控制，并

在此立足和盘踞长达三年。然而，即便“伊斯兰国”建立了有效的治理制度，但其

极端的意识形态也使得该组织难以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而伊拉克政府军获得了较

高的外部支持，实力得以恢复。同时，“伊斯兰国”内部治理制度由于受到其极端

意识形态的影响，也逐步展现了掠夺性和剥削性，降低了相对治理绩效。“伊斯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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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治理制度在内外部维度限制条件下并未改变该组织与伊拉克政府之间的力量

对比，因此“伊斯兰国”即便具备了较为成熟的治理体制，但最终还是没有逃脱被

彻底剿灭的命运（参见表 3）。 

表 3  案例总结 

 内部维度：相对治理绩效 外部维度：外部战略环境 结果 

阿富汗 

塔利班 

高：阿富汗政府在基层的治理能力不

足；塔利班治理制度的有效性 

相对有利：以美国为首的西

方国家逐步从阿富汗撤军；

塔利班愿意和谈 
成功 

“伊斯兰国”

组织 

从高到低：2014 年之前马利基政府歧

视伊斯兰逊尼派的政策，“伊斯兰国”

治理模式相对成熟；“伊斯兰国”治理

模式的演进性；“伊斯兰国”治理模式

中的歧视性 

不利：崛起后引发国际联军

围剿 
失败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四  结论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系统评估了武装组织治理制度与反叛成功之间的关系。通过理论与实证

研究，本研究揭示了内战中武装组织治理制度建设基本现状、发生作用及其局限。

研究表明，在内战进程中，相当比例的武装组织建立了相应的治理制度，涉及资源

汲取、决策制定和社会福利等各个方面。本研究揭示了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介绍了当前武装组织建立治理制度的基本概况，展现了治理制度建设是

武装组织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也是其走向正规化和建立长期稳定控制的必要环

节。研究发现，并非所有的武装组织都可建立十分完善的治理制度体系，并且治理

制度建立需要一定的基础条件。 

第二，系统评估了治理制度与武装组织取得反叛成功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其中

预期与实际结果之间的张力。建立某种形式的治理制度是武装组织实践自身理念、

试图扩大支持范围的方式，因此其主观意愿都希望这些治理制度有利于该组织获得

战场上的优势和最终的成功。但无论初衷如何，其能否实现预期目标取决于内外部

维度上的各项条件。因此单纯的治理制度并不能直接带来武装组织在战局上的显著

优势，本文通过多种定量研究方法在较普遍的层面论证了这一点。 

第三，梳理治理制度对武装组织获得成功的影响机制。本文治理制度与反叛成

功之间的机制在于调整敌我双方实力对比，但此机制要起效需取决于相对治理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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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外部环境等一系列超出治理制度范畴的因素。这就从理论角度正面解释了为何治

理制度在定量数据上并不与反叛成功存在显著正相关性，并以阿富汗塔利班和“伊

斯兰国”组织为案例，展示了这一解释的可信性。 

本研究在未来还可在如下方面进行推动： 

第一，本文论证了武装组织治理制度与反叛成功之间不存在明显关系，并进行

了比较案例验证。但本研究由于篇幅所限，在案例上的讨论还相对简约，因此需要

对案例进行更为严格的过程追踪，并且要考虑一些更为特殊的情况。例如，有分析

认为，武装组织建立治理制度可能并非是增强实力的体现，而是面临困境才会采取

的行为。这也表明，本研究需要进一步优化，对治理制度产生的影响进行更为细致

的分析。 

第二，武装组织治理制度建设也代表着未来研究内战进程中武装组织的分析

单位的变化，需逐步从单纯的次国家组织上升为一定的准国家机构。如将反叛组织

内部治理制度视为相应组织试图建立国家政权的一种努力尝试，其治理制度建设在

一定程度上被视为“准国家”的内政层面，而其对外战争则是外部层面。过去的研

究多将武装组织视为次国家行为主体，因此仅将此类组织置于冲突的分析领域，但

在未来此分析领域需进一步扩展。不仅要分析武装组织如何赢得战争，更要分析其

如何通过治理争取民心。 

第三，目前，关于武装组织治理制度的数据库都由西方学者所建立，中国学

者未来应该主动投身基础的数据库建设，开创原创性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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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en’s empowerment at the micro level. Given that most studies are based on 
observational data, it is difficult to accurately evaluate the causal effects of armed 
conflicts on women’s empowerment. Armed conflicts in the Republic of Mali in 
2008 and Nigeria in 2012 coincided with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questionnaire 
surveys conducted by “Afrobarometer” in the two countries.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of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armed conflicts, in the short term, hav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respondents’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government’s handling 
of issues concerning women’s empowerment, but at the same time heightened 
people’s awareness and perceptions of the unfair treatment of women in their 
country and thus provided a social support basi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licy 
reforms to enhance women’s empowerment. Probing into and sorting out the impact 
of armed conflicts on the process of women’s empowerment at the micro level will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studies at the macro and transnational levels. 
[Keywords] armed conflicts, women’s empowerment, natural experiment, causal 
inference, survey data, Afrobarometer 
[Author] CHEN Cho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a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Rebel Governance Regime and Insurgent Success 

ZHOU Yiqi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regime construction of rebel governance has come under 
the spotlight of civil war studies. The rebel governance regime is a system of 
corresponding institutions and rules for armed rebel groups to manage the area and 
people under their control. By taking the insurgent success as the analytical object 
and assessing systematically the impact exerted by rebel governance construction on 
gaining advantages in the course of civil war, this paper argues that insurgent 
success of armed rebel groups is not directly determined by the rebel governance 
regime but depends more on the effects produced by the regime within and beyond 
those armed rebel groups. In the internal dimension, the rebel governance regime 
needs to achieve good governance; in the external dimension, the rebel governance 
regime needs an enabling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environment that can be shaped by 
the regime itself. Since the rebel governance regime does not ensure the 
corresponding effect in terms of the above-mentioned two dimensio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t and insurgent success is highly uncertain. To test the 
argument, this paper adopts the model of mixed methods. In the field of quantitative 
research,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bel governance regime 
and insurgent success through two different levels of databases and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re is no direct link between them. In terms of comparative case 
studies, the analysis of two practical cases of specific armed groups (Taliban and 
ISIS) reveal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ance regime of armed groups 
and insurgent success is uncertain and hence there exists no simple positive 
promo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Keywords] armed rebel groups, civil war, rebel governance, insurgent success, 
mixed methods 
[Author] ZHOU Yiqi,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Shanghai Institut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Shanghai, 20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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